“神不歆其非类，民不祀其非族。”这段记载于《左传·僖公十年》的话，清楚地表明，早在两千六百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神与族群的关系。中国南方民族活形态神话，更具体展示了神与族群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从根源上说，南方民族先民树立的体现自己愿望的神灵形象，源于他们的物欲、权欲，也源于他们对“群”的依附欲求；因而，这些形象不仅寄托着人们支配自然的愿望，也担负着社会的责任，担负着对内凝聚族群意志，对外确立族群地位的功能。在那个“万物有灵”的时代，从关系族群生存的大事，到涉及族员利益的小事，都只有在神的名义下才有可能进行。因而，人们所创造的关于这些神灵的神话，不仅叙述了他们如何开天辟地，如何战胜灾害性天气，如何确立族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也叙述了他们对族群社会结构，对族群成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如何确立自己族群在各族群之间的地位。这里仅谈一下神话对族群社会结构、成员行为的规范。

古代氏族首领利用神的形象和神话对氏族内部进行规范的情况，在傣文典籍《谈寨神勐神的由来》中有具体的描述。书中说：

（氏族首领）叭桑木底的智慧和功劳，之所以受到千人歌颂，万人称赞，正是因为他不仅为傣族设计了房屋，盖出了房子，指出了耕种，划分了田地，安定了住居，而且凭着他的智慧才华和对人类各种动态的观察力，创造了神圣的“蛇曼蛇勐”（即“寨神勐神”）。同时在猎狩的规矩方面，原样继承和维护了沙罗的规矩，保持着“猎神殿”和“猎神王”，获得众人对他的拥护。

说到叭桑木底的智慧和办法时，《叭塔麻戛》（创世纪）说：“在房子盖成后宣布建寨的那天，叭桑木底集聚了上百上千人，宣传他的‘盖房建寨，定居种瓜’的主张，并领着祖先们用红石头栽在寨子中央，周围插上十根木柱，立为‘寨心’，表示人类的‘定心柱’。接着在寨子旁边，选了一片树棵高大的森林，在这片森林中央的大树下，搭起长方形的木架子，用奇形怪状的石头和树根支在上面，分别称他们为‘白勒’（风火神）、‘批派’（女鬼）、‘巴戛等’（地基鬼）和‘麻哈戛栽’（管林、水、地的鬼官）。完了，就宣告‘寨神勐神’诞生。接着叭桑木底就宣布‘寨神勐神’的规矩，宣布万物都‘有魂有鬼’。一切鬼、魂服从于‘寨神勐神’，谁不服从‘寨神勐神’的统管，无论他是人、是鬼还是动物野兽，都会遭到无情的雷打死、水淹死、火烧死、跌交死、吊树死。死后统统变成‘批烘’（野外鬼），受不到‘寨神勐神’的保护。并把设立‘寨神勐神’的森林命名为‘竜曼竜勐’即‘寨神勐神林地’，规定每年到建寨的这一天，全寨祭‘寨神勐神’一次，一年祭一次‘寨心’。从此分散游猎的祖先，就在‘寨神勐神’的附近平地处先后盖起房子，建立起村寨。各寨又设自己的猎王殿和寨神，统一在叭桑木底寨神勐神保护下生存。接着叭桑木底就划地盘、分山水，开始了男的打猎、女的种瓜和饲养。祖先从此定居，建寨建勐就这样形成。”①　

这段文字描述了傣族先民从游动狩猎过渡到定居农耕时期时，氏族首领桑木底利用神的形象和神话带领人们建房建寨的情形。傣族历史上刚开始建寨的时候，先民可能因为过惯了游猎生活，不习惯定居，还是到处东奔西跑，跑远了则不回来。传说中的氏族首领桑木底就埋石竖“寨心”，创“寨神勐神”的神话，设“寨神勐神”的规矩，让大伙围着寨心盖房子，不再东奔西跑，慢慢定居下来。此为古代氏族首领利用神的形象和神话规范内部的一个传说。据说这以后，建寨、定居以及寨心建构就作为神的规范流传下来。这种现象，在南方一些民族那里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或者说对族群内部的神圣性规范，还表现在与自然关系、社会体制、信仰风俗、婚姻关系、伦理道德、经济形态等很多方面。

一、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与自然关系

在南方民族先民所创造的神话里，南方民族先民力图让自己所树立的寄托自己愿望的形象，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以及与其他自然物的较量，在自然界或某一领域居于主宰的地位，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具体地说，他们从与农耕生产直接相关的祭祀、巫术的需要出发，创作了一系列天神或巨人造天（从而可以主宰气象）、造地（从而可以主宰林木庄稼）、造万物（从而可以主宰禽兽）、与自然物较量（从而可以主宰自然）以及射日（从而可以战胜旱灾）、斗雷（从而可以震慑雷神）等神话，意欲凭借这一类形象，通过相关的祭祀仪式、巫术等影响气象、驾驭自然、战胜灾害，以求取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南方民族先民还通过这一类形象和神话，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制约人类内部某些过渡的行为，保护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

先民树立形象创造神话，如果从功利目的来说，就是索取于自然，但过渡的索取，往往会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神话除了发挥在幻想中支配自然的功能以外，还发挥协调与自然关系的作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纳西族关于“署”的神话。

纳西族“署”的神话形象地反映了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或对大自然补偿的思想。这个神话说，远古时期，天发洪水，淹没一切，最后只剩下一个叫从忍利恩的人。他经过艰苦的历程，上天娶了两个仙女。第一个仙女生出一个儿子，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精灵“署”；第二个仙女也生下一个儿子，就是纳西族的祖先。这样，人类和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兄弟俩长大后分家，人类分得田地和牲畜，署分得山、川、林、兽，两兄弟和睦相处。后来，人类欲望膨胀，不断侵占“署”也就是大自然的领地，比如开山劈石、乱砍树木、乱捕野兽、污染水源等等，于是“署”震怒了，剥夺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只好到天上请大神丁巴什罗来调解。后来经过大神丁巴什罗的裁定，双方达成协议：人类在土地不够耕种时可以上山开荒，家畜不够吃时可以上山打猎，但不能到特定的神地神林去胡乱开发，不能到井泉冒水处杀兽见血、捕杀蛇和蛙，每年还要举行一次仪式祭祀“署”，检讨人们这方面的不周。从此，这些规定就成为神的意志而延续下来。［1］（P22）由此，纳西族普遍珍视自然环境，不准随便开垦荒地、砍伐森林、捕捉动物，很多山区特别是“圣山”、“圣林”常常是树木葱茏，禽兽成群，充满了勃勃生机。

二、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社会体制

例如，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哈尼族先民已经脱离诸羌族群这一母体，发展成为以“和夷”作为统一称谓的独立的民族，并由游牧为主转向定居农耕。其时，哈尼族先民已经告别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那些掌握冶炼技术、制造金属工具的人物自然享有殊荣，并逐渐发展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同时，农耕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更大，农业祭祀活动更多，那些通晓人神交通仪式和驱魔祈福手段的人物的社会地位也迅速上升。这样，哈尼族社会组织核心逐渐形成原来的头人、贝玛（祭司或巫师）、工匠“三位一体”的结构；其中，头人管政治事务，贝玛管宗教文化，工匠管生产技术。这样一种体制，在哈尼族社会里是通过神话将它神圣化并加以规范的。

在相关的神话里，这三类人的出身被披上神的光芒，他们各自的职能被说成是神的意志，不尊重将会给社会造成灾难。一则神话说，很久以前，在“三咪”地方有三个神奇的蛋：白蛋、麻花蛋、红蛋。经过白天太阳抱，晚上月亮抱，终于孵出三种人：白蛋生的是头人，为人调解纠纷；花蛋生的是贝玛，为人驱鬼治病；红蛋生的是工匠，为人打造锄和刀。［2］（P124）

另一则载于《窝果策尼果》（古歌十二调）的神话说，远古时代，天神烟沙在三块大田栽出三种种子，吃下第一种的人就变成头人，吃下第二种的人就变成贝玛，吃下第三种的人就变成工匠。三种能人问世后，天神派他们来到人间主事。他们各司其职，头人主事断案，贝玛驱鬼祛病，工匠打制工具，整个社会一片和谐。但一些人嫉妒他们，想取而代之，把他们排挤走了。三种能人被排挤走以后，哈尼社会大动乱，头人走了，村寨无人管理，人们骨肉相残；贝玛走了，魔鬼趁虚而入，疾病丛生；工匠走了，工具匮乏，生产荒废。人们认识到三种能人的威力，重新请回他们。［3］（P253－291）从此，这样一种体制就延续下来，在一些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说这是天神定的，必须遵循。由此可见神话的社会能量。

还如，前面已经讲到，云南西双版纳基诺族村寨有一个宗教组织系统，由村寨长老卓巴、卓色和“白腊泡”（高级祭司或巫师）、“莫裴”（祭司或巫师）以及铁匠组成。后面这三种人的资格有一个神圣的程序，即首先被鬼神爱上，继而与鬼神结婚，才能当上这三种人。基诺族神话对此也有规范。在基诺族年节时以男女对唱形式演述的《巫师神女》（基诺语称《门嫫米者》，也可译为《巫师鬼女》），就叙述了巫师产生的神圣程序。

《巫师神女》首先叙述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追求：打猎时赐给恋人以源源不断的成双的鸟类、鼠类、兽类，刀耕火种时赐给恋人以非凡的丰收，最后是变成一个海贝进入恋人的烟盒和饭包等等。男主人公得到这些求爱的表示以后，心领神会，得到贝壳以后，就把神女作为妻子了。这实际上是巫师产生的第一个过程：巫师得到神女求爱后两人相爱。两人相爱年余，男方得了相思病，经过传统的叫魂仪式、拴线仪式均不见好。最后，巫师米卜（三次抓米都成双数）、贝卜（三次贝壳都竖起来），证实为巫师神女求爱。这是巫师产生的第二个过程：男子得相思病后经巫师占卜确定其与神女有缘。男主人公在寨老的主持下与神女举行了订婚仪式和隆重的结婚仪式，病不治而愈，从此成为一名巫师。这是巫师产生的第三个过程：在巫师和寨老主持下男主人公与神女举行盛大婚礼。整部作品从它最初的目的来看，无非是想说明，巫师所以具有人神之间使者的身份，原因就在于他与神女的奇缘。现实生活中，基诺族巫师按照程序与神女举行婚礼时，也要在竹楼梁上设精巧的神女房，这同时成为巫师的标志。

《巫师神女》的内容在未来巫师取得资格的仪式上作为神圣经典由巫师念诵，也可以作为人鬼间的情歌在年节活动中由男女歌手演唱。正因为如此，一部神圣的经典被演绎得充满绵绵情思，凸显审美形态的特点。这已是题外话了。

作品所叙述的当事人如此的“艳遇”，在基诺族生活里究竟有没有？当然不虚。根据云南学者杜玉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实地调查，50年代以前基诺族的巫师大都有这类经历：有三次见到贝壳，贝壳又不胫而走的；有一次夹住一对老鼠并一次抓住一对斑鸠、一次抓住一对白鹇的……他们经巫师米卜确定为巫师神女求爱后，都举行了婚礼仪式而成为巫师。［4］（P251－263）资料亦真亦幻，只有人们自己去思考了。

三、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信仰风俗

在南方民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祭祀等带神秘性质的活动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们更通过“神示”的方式得以规范。南方民族不少神话是祭祀仪式上的“经典”，其中不少篇幅叙述相关仪式的起因和最初的情况。云南阿佤山佤族《司岗里》叙述了佤族先民供头祭神的由来：有一年洪水很大，要淹人，木依吉神说，如果佤族砍头就不让洪水涨，如果不砍头，就五年涨一次水，从此，佤族先民就砍头、供头，“谷子才长得好，小米也长得好”。［5］（P191－193）

前面已经讲到，根据云南学者李子贤、赵泽洪等人的考察，佤族供头祭神的主要对象是天神（鬼）或最大的神（鬼）木依吉和谷神（谷子鬼）司欧布，主要目的是祈求谷物丰收，主要根据是头的生长象征和血的活力象征。在《司岗里》经典的规范下，阿佤山中心区佤族猎头供头习俗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公元1957年，才在人民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彻底革除。

云南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叙述了纳西族先民祭天的起因和第一次祭天的情形：从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结婚从天上回到地下以后，衬红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利恩望儿快长大，衬红望儿快讲话，不料三年过去了，还不会喊爹妈”。后来，他们派蝙蝠上天，偷听到天神子劳阿普的让孩子说话的“秘方”：“栗树要两枝，柏树用一枝，他们的儿子要说话，一定要祭天。”于是，“利恩砍了两枝栗树枝，衬红砍了一枝柏树枝，为了让儿子会说话，他们虔诚地在祭天”，祭着祭着孩子就说出话来了。［6］（P88－94）

中华民族祭天习俗源远流长，在《诗经·生民》中，就有关于周人先祖“后稷肇祀”的记载，所祀即为天。同属古代氐羌族群的纳西族祭天习俗当从古代延续至今。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记载，纳西族先民摩些人“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数百，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明代景泰年间《云南志·丽江风俗》也载，摩些蛮“每年正月五日，具猪羊酒饭，极其严洁，登山祭天，以祈丰禳灾”。一直到近几年，丽江一些边远山区的纳西族还在自发祭天，布置还是祭坛左右两边各插一枝黄栗青冈树（象征天神子劳阿普和地祇翠恒翠兹），正中插一枝柏树（象征中央许神美汝柯西柯洛，为恶神），这些当都与神话经典的“神圣规范”有关联。

四、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婚姻关系

南方各民族有多种婚姻方面的习惯法，它们大都通过神话得以神圣化。云南德宏地区景颇族在婚礼上唱诵的神话史诗《穆瑙斋瓦》，就以回顾洪水后景颇族祖先订的规矩的方式宣示了民族婚姻习惯法。《穆瑙斋瓦》谈到，远古时代洪水过后，仅存的一对兄妹在天神的安排下结了婚，生下一个肉团。肉团被他们砍成八块变成四男四女，形成各民族祖先。其中老四是景颇族祖先，他定下规矩：景颇分姓氏，并分出“丈人种”和“姑爷种”；同姓不婚，“姑爷种”氏族的男子可以娶“丈人种”氏族的女子为妻，“丈人种”氏族的男子严禁娶“姑爷种”氏族的女子。这样，在追溯祖先神圣婚姻的同时，以讲述祖训的方式申明了“同姓不婚，氏族外婚，单方姑舅表婚”的婚姻习惯法。［7］　

南方各民族相关神话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宣示氏族外婚制。云南西盟佤族《司岗里》提到，远古时，由于雷神与其姐妹性交，造成天气大变，风雨交加，人们地种不好，田也种不好，人神共怒，“鹰去啄他的嘴”，人们殴打他，抄他的家，并把他逐出氏族，对违反氏族外婚制的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惩罚，雷神只得跑到天上。［5］（P175－178）

五、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伦理道德

规范伦理道德，是南方各民族神话普遍的功能。例如，在壮族关于始祖布洛陀的系列神话中，几乎所有的家庭、村寨、社会的道德准则，个人为人处世的道理，例如爱护山林水源、爱护禾苗庄稼、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勤奋劳动、勤俭持家、勇敢正直、乐于助人等等，都是布洛陀教诲的。如果不按布洛陀的教诲去做，不但不光彩，而且各种天灾人祸还会降临于他。神话的神圣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在南方民族这一类神话中，与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相关的故事似乎尤多。家庭古（有了家庭以后）和今都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一个人生涯的大部分在家庭度过，与之相关的故事多当不足为奇。华夏神话传说里家庭伦理道德的典范是既是神又是人间帝王的舜，他处理与家庭成员关系时体现出来的孝行与爱心感染着历代的人。

关于舜孝行的故事，早期形态记录最完整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这个形态富于普通生活情趣。故事说：“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舜事父及后母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这样，“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还赐给他衣服、琴、牛羊，并为他修筑仓廪。但是，瞽叟还想杀死舜，“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却依靠“两笠”落到地上，逃过一劫；“瞽叟又使舜穿井”，舜这回留了一个心眼，“穿井为匿空旁出”，“舜即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却“从匿空出”，又逃过一劫；瞽叟与象做完这些事以后，以为舜已死，象就想得到舜的妻尧二女以及琴，把牛羊、仓廪留给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其孝行感动了帝尧，帝尧最终把王位禅让给了他。

这则故事树立起了一个家庭伦理的人格楷模。也许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一个人在遭受了这样一而再的陷害以后仍能如此，似乎难以理解，但这正是舜的超群之处，也正是舜的神圣之处。故事并以此说明，一个人只有首先在家庭伦理上优秀，才能负起国之大任。中华民族称国为“国家”，国与家两者不可分，意在于此。

关于舜的这则故事的原型，有人认为是作为猎手形象的舜在天女帮助下征服野象的神话。［8］（P151）从《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商人服象”等记载来看，此说有一定依据。但流传更广的则是关于“服弟”的叙述，在其后刘向《列女传》、五代时敦煌变文《舜子变》等均有所及。这些记载中增加改变了一些情节，迫害者的主角也逐渐向舜的后母转化。如《舜子变》里多出了一个后母“摘桃伤足”的事件：后母设计，命舜摘桃，她也跟到树下，拔金钗刺足自伤，却反诬舜树下埋刺，致她足伤。但情节几经变异，故事旨意始终如一，即宣扬舜的孝心，规范家庭道德伦理。此故事并流传到南方壮族地区，经壮族师公改造后取名《唱舜儿》载入师公唱本里，成为师公在丧葬仪式上弘扬孝道的材料。

在壮族师公唱本里，舜已经变成了壮家人，故事发生地也改成壮族地区，生活场面也是壮乡风俗，但主要故事情节与汉文古籍有关记载，特别是敦煌变文有关作品大致相同，只是细节有差异。例如：后娘焚仓后是“老天送雨救儿郎”；后娘命舜摘桃后拔金钗刺足自伤变成“娘插荆刺在下边”阻舜下树，然后是“天差仙鹤救儿郎”；后娘填井是龙王“开道救儿郎”。在唱词的最后，为了突出舜的孝心，增加了这样一个情节：舜脱险后，在舅家的帮助下，到一座大山上垦荒，过上饱足生活，他对后娘不咎既往，接她去享受天伦之乐；但后娘不改前非，又一次对舜下毒手，却由于心慌，反而把亲生儿子特象害死，后娘受到雷王的惩罚，舜为弟弟立庙祭祀。［9］（P271－341）

壮族师公唱本继承了舜故事弘扬孝道的基本旨意，又似乎逐渐加重了另一面的分量，即更多地鞭挞了对非亲生儿的偏心。这两者轻重的逐渐变化，在贵州布依族具有相似主题的神话古歌《安王与祖王》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布依族《安王与祖王》主要人物处境与舜似乎完全相同：盘果王与鱼女结婚，生下安王；鱼女因故走后，盘果又娶了后妻，生下祖王；安王是盘果王的长子，是氏族首领的天然继承人；祖王长大后，见人办喜事要先找安王，打官司也要先找安王，就向其母问缘故；母亲告诉他，只有杀了安王，才能掌印（权力），于是，对安王的种种阴谋开始了。在这些事件中，安王处处宽容，处处忍让，显示出一个家庭伦理道德人格楷模的风范。开始，继母虐待他，给祖王“吃米饭下鱼肉，蜂籽下粽粑”，而给他“吃的小米下东南菜”。他不计较，甚至在弟弟祖王埋怨妈妈这种做法时，还制止弟弟说“别在背后骂父母”。当后来祖王听了母亲的挑唆欲杀兄夺权时，他没有利用权势先下手为强，却忍气吞声地哀求：

弟弟呀弟弟！你不要制造冤仇，不要用鞭子赶我。留我打鱼时替你扛网，种小米时给你带种，走路我先走，在前面挡露水，吃完饭我来收拾碗筷。

直到祖王义断恩绝，与后母数次欲加害于己，他才由忍让转而为反抗。接着便是他上天做痢疾、天花、痧子、雀鸟、害虫、黑暗、干旱、响雷、大雨、十几个太阳等，与祖王相斗，取得胜利。这时候，他仍宽宏大量，接受了祖王的再三求情，分予他管理下方的权力。②神话对家庭伦理道德的规范，就这样通过具体形象的叙事显示出来了。

六、神话对族群内部的社会性功能——经济形态

在南方民族先民早期的生活中，经济形态一般都带有原始公有制的特点，他们的神话也大都以不同的形式维护这类制度，尤其是当它面临着某种挑战的时候，更是如此。

先看一部神话古歌，就是云南澜沧拉祜族的《扎努扎别》。

这部神话古歌可能经过后人的改编，但基本情节保留下来了。长诗叙述，一天，天神厄莎来到地上，要人们鲜瓜鲜果让他先吃，新米新酒让他先尝。一位叫扎努扎别的青年认为：“每颗饭都是汗水换来”，“别人休想把他拿走”。他一样东西也不给厄莎。厄莎前来责问，扎努扎别回答：“天下万物是我们创造，天下万事是我们去做，你只动嘴不动手脚，你每天不干一点活。”厄莎加以报复，首先“把太阳拿来挂在树梢，赶走了天上所有的云朵”，但扎努扎别不慌不忙，“摘来十片笋叶，做成篾帽遮住阳光”。厄莎又“从天上泼下倾盆大雨，想把人们统统淹死”，但“扎努扎别又想办法，砍来竹子扎成竹筏”。厄莎再把太阳藏起，把月亮藏起，使天地变黑，但扎努扎别“把松明绑在水牛脚上，又把蜂蜡绑在黄牛角上，点着火把去犁地薅秧”。就这样，扎努扎别一次又一次挫败了厄莎，但最后，扎努扎别却踩在厄莎撒下的带毒牛屎虫上，就这样丧了命。［9］（P151－171）

开始看这部神话古歌的时候，可能认为这是一部歌颂正义，反对剥削的作品，认为扎努扎别是一位反抗英雄；但如果到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田野调查，却会发现，扎努扎别在拉祜族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高，与人们想象中的形象不是一回事。拉祜族群众认为，这部古歌的真实含义是：扎努扎别再大，也大不过厄莎。他们解释说，古歌里厄莎与扎努扎别关于交不交贡品的冲突，反映了大家庭公社内部公有制和新起的小家庭私有观念的对立。拉祜族实行大家庭公社经济，由于是刀耕火种，土地轮流耕歇，就是今年耕这块地，歇那块地，明年耕那块地，歇这块地，所以耕种的人往往在耕地处另建临时住所，于是，逐渐产生了小家庭生产。《扎努扎别》里，厄莎是父系大家庭家长的形象，扎努扎别是从事小家庭生产者的形象。按照传统习惯法，作为父系大家庭家长的厄莎统一分配给各小家庭耕牛、种子，而各小家庭回供厄莎收获物，但扎努扎别冲破了这一规定，拒绝回供厄莎小家庭生产的收获物。这样，由于传统观念中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态的神圣性，在这部神话古歌里，尽管扎努扎别看起来一次又一次赢了，但最后仍脱离不了灭亡的下场。实际上，这部神话古歌是从另一个角度，以神圣的名义，维护传统的大家庭公社公有制。这是神话规范经济形态的例子。

然而，也许后期流传中由于经济形态的变迁带来的人们感情的变化，也许由于人们同情弱者的思想，古歌里扎努扎别的斗争过程超越了他失败的命运而给人们更深的印象。《扎努扎别》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内部的矛盾，反映了小家庭生产者形象与父系大家庭家长形象的纠纷。与反映人类英雄与灾害性天气象征斗争的神话（例如争夺气象主宰权的射日、斗雷神话）相似，这一则神话里围绕着收获物这一客体，扎努扎别与厄莎形成了“客体—主体—对手”的人物关系；叙事方面也与反映人类英雄与灾害性天气象征斗争的神话相似，扎努扎别与厄莎展开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只是前者人类英雄是胜利者，后者扎努扎别是失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位悲剧英雄，一位为新起的生产关系而牺牲的英雄，因而，关于他的叙事也形成了一个与前者相似又有所不同的故事情节结构：扎努扎别几次小胜，最后却因自己致命点（脚板被带毒牛屎虫戳破）而完败。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神话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类神话，对内确实起了凝聚族类意识、调理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维系内部一定的社会组织、制度和习惯法，规范伦理道德，调理人际关系，用我们当前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体现了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我们南方民族先民那时候就想到了。

注释：

①祜巴勐著、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109～110页，昆明，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云南），1981。这部书的真实性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主要起因是他们认为其中一些语言过于现代化。笔者于2006年10月在参加“中国西双版纳·傣—泰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请教了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伍雄武以及多名傣族学者（其时此书译者岩温扁已去世），他们认为此书的真实性还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一些现代化的语言当为翻译的问题。故本书仍把它作为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加以引用。

②祜巴勐著、岩温扁译：《论傣族诗歌》，109—110页，昆明，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云南），1981。这部书的真实性曾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主要起因是他们认为其中一些语言过于现代化。笔者于2006年10月在参加“中国西双版纳·傣—泰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请教了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伍雄武以及多名傣族学者（其时此书译者岩温扁已去世），他们认为此书的真实性还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一些现代化的语言当为翻译的问题。故本书仍把它作为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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